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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的完全的义务何以是德性义务
———对康德义务体系中一个结构性矛盾的回答

王大封＊

　　〔摘要〕　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对义务体系作了完整划分，但该体系存在一个结构性矛盾，

即被认为是不完全的义务的德性义务中包含着对自己的完全的义务。格雷戈尔、邓晓芒、舒远招等

学者已意识到此矛盾并试图加以解决，但他们的解决方案并不成功。问题的关键在于“完全的义务”

拥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它首先是指法则对自由抉意的外在强制且抉意不存在自由回旋余地，其次是

指不完全的德性义务中消极的、不作为的、限制性的义务。因此，当康德将对自己的完全义务视为消

极的、不作为的、限制性的义务时，它可以按照第二种含义被归属于德性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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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下文简称《奠基》）中，康德按照当时学界的惯例将义务划分为：对自己

的义务和对他人的义务、完全的义务和不完全的义务。但他在《奠基》中对义务的划分仅仅是随意为

之的，并没有给出划分的标准。① 在《道德形而上学》中，他才按照不同的标准对义务体系作了完整的

划分。然而，这个体系存在一个明显的结构性矛盾，并直接威胁着体系的自洽性。已有学者意识到

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但这些方案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此矛盾。本文尝试从“同名异义”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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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简介：王大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对于康德在《奠基》中相对随意的划分义务的方式，延斯·蒂默曼（Ｊｅｎｓ　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给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他指出：“康德必须使新原则和普遍认可的义务联系起来。相应地，通过定言命令的变化式之后的事例用以证明各种各样
的义务如何能包含在定言命令的公式之中。康德并非要去发现那些迄今为止尚未为人所知的新义务，而是从一个新的原
则推导出各种已知的义务。”Ｊｅｎｓ　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Ｋａｎｔ’ｓ　Ｇｒｏｕｎｄ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ｓ：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７７．可见，康德在《奠基》中对义务的划分仅仅是为了用以检验其确立的道德原则是否能够
推论出各种已知的义务。

此处借用亚里士多德《范畴篇》第一章“同名异义”（ｈｏｍｏｎｙｍｏｕｓ）的概念，特指同一个概念具有不同的含义。参见
亚里士多德：《范畴篇 解释篇》，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第９－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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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提出一种新的解决方案。

本文分为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解释康德义务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第二部分介绍玛丽·Ｊ．格

雷戈尔（Ｍａｒｙ　Ｊ．Ｇｒｅｇｏｒ）、邓晓芒与舒远招的解决方案，并指出其不足；第三部分提出一种新的解决方

案。

一、何谓康德义务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前言中写道，在《实践理性批判》之后应当有一个《道德形而上学》———

它分为“法权论（Ｒｅｃｈｔｓｌｅｈｒｅ）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和“德性论（Ｔｕｇｅｎｄｌｅｈｒｅ）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

（６∶２０５）［１］（３）。这就是“道德形而上学的体系”，即康德早年所承诺的义务体系。

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对义务体系进行了完整的划分（见图一、图二）

图一　６：２４０

图二

如图一所示，康德根据法则对于义务的客观关系，将完全的义务归为法权义务，将不完全的义务

归为德性义务。在他看来，所有的法权义务都是完全的义务，所有的德性义务都是不完全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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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二所示，康德首先将义务分为法权义务（完全的义务）和德性义务（不完全的义务），随后将德性

义务分为对自己的义务和对他人的义务，进而又将对自己的义务又可分为对自己的完全的义务和对

自己的不完全的义务，将对他人的义务分为对他人爱的义务和对他人敬重的义务。

因此，在义务体系（图二）中，结构一（２）中的德性义务（不完全义务）与结构三（１）中的对自己的

完全的义务存在矛盾。康德在“法权论”的“一般道德形而上学的划分”中的义务图表（图一）中将不

完全的义务视为德性义务（６∶２４０）［１］（３８），在“德性论”中也说“惟有不完全的义务是德性义务”［１］（１７５）。

然而，康德在对德性义务（不完全的义务）进行划分时，却出现了“对自己的完全义务”。

对此矛盾，难道康德不曾察觉到吗？难道果真如叔本华在《道德的基础》中所讽刺的那样，康德

在撰写《道德形而上学》时，“老年的衰弱乏力终于完全占了上风”［２］（１４１）？笔者认为，作为一名严谨的

哲学家，康德虽已年迈，却不至于糊涂至此。或许，这仅仅是一个表面上的矛盾，如若细加分析就会

发现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矛盾。那么，该如何理解与解决这个表面上的矛盾呢？

二、格雷戈尔、邓晓芒与舒远招的解决方案

　　在不同程度上，格雷戈尔、邓晓芒与舒远招都认识到了康德义务体系的不自洽问题，并且提出了

各自的解决方案。

（一）格雷戈尔的解决方案

格雷戈尔在其《自由法则》的第八章“论对自己的完全义务的本质”中写道：“可以得出这样的一

个命题，即伦理学仅仅为行动的准则、而不是为行动本身给出法则；由此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德

性义务是宽的责任的不完全义务。鉴于所有这些说法，我们可以合理地期待关于《德性论》用大部分

篇幅讨论对自己的完全义务这个事实的一些解释。尽管康德未曾提供任何解释。［３］（１１３）“但是，尽管我

们可能赞成把对自己的完全义务归入伦理学之内，但我们可能会发问，根据康德划分道德哲学的诸

原则，它们如何能够被置于伦理学之中。”［３］（１１４）“相反，我们发现，我们内在的法权义务现在已成为德

性义务。康德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很好地证明了《道德形而上学》是一部仓促写就的与（事实上）未完

成的著作。”［３］（１１５）

从这三段话可以看出，格雷戈尔意识到了康德义务体系内部的不自洽问题，并且指责康德没有

解释对自己的完全义务何以能够被置于德性论之中。紧接着，格雷戈尔提出了解决方案。她认为，

康德区分了两种法权义务：一种是内在的法权义务，一种是外在的法权义务。康德之所以最初要使

用内在的法权义务显然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就我们使用我们自己的人格而言存在许多禁

令———禁止自我谋杀、禁止自残、禁止放纵、禁止说谎、禁止贪婪、禁止卑躬屈膝———这使得我们在遵

守这些禁令方面没有任何回旋余地”［３］（１１６）。因此，在此意义上，若仅仅就义务的形式而言，对自己的

完全义务与内在的法权义务就有相似处。但“对自己的完全义务，甚至仅仅‘依据其内容’，真正说来

并不是法权义务，因为它们不是从法权的首要原则中派生出来的。它们也不是伦理义务，因为它们

不是从伦理特有的首要原则中派生出来的。相反，它们是从一切义务的首要原则中派生出来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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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该原则被差别化为法权义务的特有首要原则与伦理义务的特有首要原则，因此它们既不属于法

学，也不属于伦理学，而是属于‘一般道德哲学’”［３］（１１６）。

格雷戈尔认为“对自己的完全义务”属于“一般道德哲学”，而不属于伦理学①。然而，这种观点不

符合康德对伦理学（德性论）的划分（６：４１３）［１］（１９５）。在那里，康德将伦理学（德性义务）划分为人对人

的义务和人对非人类存在者的义务，随后将人对人的义务又二分为对自己的义务和对他人的义务。

毫无疑问，对自己的义务归属于德性义务，而不属于一般道德哲学。

（二）邓晓芒的解决方案

邓晓芒在《康德“德行论导论”句读（二）》一文中也意识到了此问题②，但与格雷戈尔不同，他主要

从翻译的角度来加以解决。他认为，《德性论》导论七（Ⅶ）第二段首句“Ｄｉｅ　ｕｎｖｏｌｌｋｏｍｍｅｎｅｎ　Ｐｆｌｉｃｈｔｅｎ

ｓｉｎｄ　ａｌｓｏ　ａｌｌｅｉｎ　Ｔｕｇｅｎｄｐｆｌｉｃｈｔｅｎ”应该翻译为“不完全的义务只是些德行义务”，而不能翻译为“唯有不

完全的义务才是德性义务”，因为“这样译就会把一个特称判断变成一个全称判断（‘所有的德行义务

都是不完全义务’）。按上面讲的，德行义务既包括不完全的义务，也包括完全的义务”［４］（１６７）。

然而，这种解决方案依旧存在问题。其一，按照上下文语境以及康德在“一般道德形而上学的划

分”（见上文图一）中所指明的：德性义务只能是不完全的义务，因此首句似乎不能译为“不完全的义

务只是些德行义务”。其二，如果这样翻译，德性义务和法权义务的界限将变得模糊。如果德性义务

包含完全的义务也包括不完全的义务，那么作为完全义务的法权义务是不是也可以包含在德性义务

之中？

（三）舒远招的解决方案

舒远招在《论〈道德形而上学〉对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之划分》一文中讨论了“对自己完全义务的

归属问题”［５］。他认为，对自己的不完全的义务（自我完善）和对他人的不完全的义务（他人的幸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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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道德哲学”特指道德形而上学，道德形而上学分为法权论和德性论（伦理学）。康德的“伦理学”（Ｅｔｈｉｋ）有
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伦理学（与物理学相对）等同于“道德学说”（Ｓｉｔｔｅｎｌｅｈｒｅ）或“道德哲学”（Ｍｏｒ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它包括
道德形而上学（道德哲学中的纯粹部分）和道德（实践的）人类学（道德哲学中的经验性部分），狭义的伦理学则特指德性论
（与法权论相对）。参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３页（４：３８７－
３８９）；《道德形而上学》，张荣、李秋零译，第１６－１８页（６：２１８－２２０）。

邓晓芒在文中把德文的Ｔｕｇｅｎｄ译作“德行”，本文则主要译作“德性”。由于两种译法都在本文中出现过，故有必
要恳请读者注意，它们并无任何区别。



帮助他人）以及对他人的完全义务的归属都是清楚明白的。但“康德在此并没有明确论述对自己的

完全义务（不得自杀）。它到底属于法权义务还是德性义务，似乎难以定论。一方面，他很可能把它

归入德性义务范畴，因为它是对自己的义务，只涉及自我关系，不涉及自我同他人的关系，因此，虽然

它不是同时是义务的目的，但毕竟属于自我强制而非外在强制的义务。另一方面，由于康德明确指

出，只有不完全的义务（同时是义务的目的）才是德性义务，因此，说对自己的完全义务是德性义务又

难以成立。也许，对自己的完全义务的确难以简单归类：从它不涉及目的、不是同时是义务的目的这

一点来看，它不能属于德性义务，而只能属于法权义务，但从它是自我强制而不是外在强制这一点而

言，它又不能属于法权义务，只能属于德性义务。于是，它就成了既属于法权义务又不属于法权义

务，或者既属于德性义务又不属于德性义务的一种难以简单归类的义务了。当然，康德很可能根据

它是自我强制的义务，而最终将它放进了德性论之中”［５］。

在舒远招看来，对自己的完全义务的归属是成问题的。他认为，它是一种两可的义务，既可以属

于法权义务，也可以属于德性义务。然而，这种“两可方案”并不能解决义务体系的矛盾。诚如舒远

招所言，对自己的完全的义务是一种不能外在强制而只能自我强制的义务［５］。既然如此，这种义务

必然涉及同时是义务的目的，而同时是义务的目的只能是德性义务。因此，对自己的完全义务并非

是一种两可的义务。

三、另一种解决方案：“完全的义务”同名异义

　　笔者认为，格雷戈尔、邓晓芒与舒远招的解决方案都存在一些问题，并试图在澄清ｖｏｌｌｋｏｍｍｅｎｅ

Ｐｆｌｉｃｈｔｅｎ（完全的义务）的不同含义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解决方案。

虽然“完全义务的法权义务”与“对自己的完全的义务”均包含同一个概念“ｖｏｌｌｋｏｍｍｅｎｅ　Ｐｆｌｉｃｈｔ－

ｅｎ”（完全的义务），但它在康德的文本中具有不同的含义，是同名异义词。如果我们从同名异义的视

角来理解完全的义务，那么康德义务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就只是表面上的矛盾，而非真正的矛盾。为

了区分完全的义务这个概念的不同含义，就有必要考察法权义务（完全的义务）与德性义务（不完全

的义务）、对自己的完全的义务与对自己的不完全的义务的区别。

（一）“完全的义务”的第一层含义

涉及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区别的文本主要有：“一般道德形而上学的划分”“道德形而上学导论”

三（Ⅲ）“德性论导论”七（Ⅶ）。在“一般道德形而上学的划分”中，康德根据“是否可能存在一种外在

的立法”将一切义务划分为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６∶２３９）［１］（３７）。对法权义务而言，外在的立法是可

能的；对于德性义务而言，外在的立法是不可能的，只存在内在的立法，因为德性义务涉及一个同时

是义务的目的。可见，两种义务的划分与立法相关，尤其是与外在的立法相关。

那么，什么是外在的立法呢？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导论”三（Ⅲ）进行了说明。在这一节，康德

区分了与义务相关的两种立法：法权的立法与伦理的立法。“对于任何立法［它可以是内在的或者外

在的行动，而且这些行动要么先天地通过纯然的理性，要么通过另一个人的任性（Ｗｉｌｌｋüｒ）来作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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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来说，都需要两个部分。”（６∶２１８）［１］（１６）这两个要素就是：法则和动机。法则在客观上将应当发生

的行为表述为必然的，亦即使这个行为成为义务，因而也可说，义务是法则对应当发生的行为的一种

强制。动机在主观上把这种行动的抉意（Ｗｉｌｌｋüｒ）与法则的表象联结起来①。在康德看来，单凭借法

则并不能将两种立法区分开来，而唯有借助动机才行。因此，使一个行为成为义务，并且使这项义务

成为动机的那种立法是伦理的立法；使一个行为成为义务，但并不使这项义务成为动机的那种立法

是法权的立法。由于伦理的立法要求义务成为动机，所以符合这种立法的义务是伦理的义务，但由

于法权的立法并不要求义务成为动机，所以符合法权的立法的义务是外在的义务。换言之，伦理的

立法要求行为者出于义务（动机）而行动，而法权的立法则仅仅要求行为者的行为符合法则。随后，

康德总结道：伦理的立法（义务或许也可能是外在的义务）是那种不可能是外在的立法，法权的立法

则是那种也可能是外在的立法（６∶２２０）［１］（１８）。

由此可知，法权义务涉及人的外在的行为，而伦理义务（德性义务）涉及人的内在的行为（行为的

准则）。尽管在“法权论导论”和“道德形而上学导论”中，康德确立了区分法权义务与德性义务的标

准，但还未涉及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的本质区别。在“德性论导论”七（Ⅶ），它们两者之间的本质区

别才被揭示出来。

该节的标题叫做“伦理义务是广义的责任，而法权义务则是狭义的责任”（６∶３９０）［１］（１７４），或者说

前者是“宽的责任”（ｄｉｅ　ｗｅｉｔｅ　Ｖｅｒｂｉｎｄ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后者是“窄的责任”（ｄｉｅ　ｅｎｇｅ　Ｖｅｒｂｉｎｄ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在康

德看来，这是从上一节的命题“伦理学不为行动立法（因为这是法学的事），而是只为行动的准则立

法”推论出来的（６∶３８８）［１］（１７３）。伦理的法则只涉及行为的准则（内在的自由），而非行动本身（外在的

行动）。因此，自由的抉意在遵循（服从）法则方面有一个回旋余地（Ｓｐｉｅｌｒａｕｍ）。所以，伦理义务（德

性义务）是宽的义务。法权的法则涉及外在的行动（外在的自由），抉意没有回旋余地。因此，法权义

务是窄的义务。康德认为“义务越宽泛，从而人去行动的责任（Ｖｅｒｂｉｎｄｌｉｃｈｋｅｉｔ）越不完全……惟有不

完全的义务才是德性义务”（６∶３９０）［１］（１７５），与之相反的法权的义务则是完全的义务。

可见，法权义务（完全的义务）和德性义务（不完全的义务）的本质区别在于“自由抉意在遵循法

则方面是否有一个回旋余地”。如果自由抉意受强制（自己）时有一个回旋余地，那么与之相关的义

务便是不完全的义务（德性义务）；如果自由抉意受强制（他人）时不存在一个自由的回旋余地，那么

与之相关的义务是完全的义务（法权义务）。与法权义务相关的自由抉意，当其受法则的强制时之所

以没有一个自由的回旋余地，首先是因为法权义务涉及的仅仅是外在行为（自由抉意的外在运用），

与设定目的（准则）无关，其次是因为法权义务受到的是外在的强制（他人的意志的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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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Ｗｉｌｌｋüｒ这个词有不同的译法，邓晓芒将它译作任意，李秋零译作任性，李明辉译为意念。在《奠基》和《实践理性
批判》中，康德未曾对 Ｗｉｌｌｅ和 Ｗｉｌｌｋüｒ作出区分，它们几乎具有相同的含义。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将 Ｗｉｌｌｅ与

Ｗｉｌｌｋüｒ区分开来，主张前者与法则相关，后者与行动相关。但两者又都是欲求能力，即“通过自己的表象而成为这些表象
的对象的原因的能力。”参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张荣、李秋零译，第１０页（６：２１１）。笔者在此将其翻译为“抉意”，既凸
显出它（作为与行动相关的）与 Ｗｉｌｌｅ的不同，又显示出它与 Ｗｉｌｌｅ相似（都是欲求能力）。



为了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康德在“法权论导论”中关于法权的普遍原则的论

述：“任何一个行动，如果它，或者按照其准则每一个人的任性（抉意）的自由，都能够与任何人根据一

个普遍法则的自由共存，就是正当的。”（６∶２３０）［１］（２８）“所以，普遍的法权法则：‘如此外在地行动，使

你的任性的自由应用能够与任何人根据一个普遍法则的自由共存。’”（６∶２３１）［１］（２８－２９）从这两段引文

可以看出，法权的最高原则所规定的是外在的行动，涉及的是抉意的外在的运用，而与抉意的内在运

用无关。与之相反的德行最高原则与目的、准则相关，它所涉及的是抉意的内在运用。“德性论的至

上原则是：你要按照一个目的准则行动，拥有这些目的对任何人而言都可以是一个普遍法则。”

（６∶３９５）［１］（１７９）由此可见，此处的“完全的义务”（法权的义务）因为仅仅涉及人的外在行为，所以受到

法则的强制抉意，不存在自由的回旋余地。

康德在“德性论导言”中给义务的定义是：义务是法则对于自由抉意的一种强制（６∶４０５）［１］（１８８）。

这种强制可能是一种外在的强制，也可能是一种自我强制。我们可以将法权义务（完全的义务）定义

为：法权义务（完全的义务）是法则对于自由抉意的外在强制且抉意不存在自由的回旋余地。这便是

康德完全的义务的第一层含义，下文将考察完全义务的第二层含义。

（二）完全义务的第二层含义

涉及对自己的完全义务和对自己的不完全义务的文本主要有：“德性论导论”十八（ⅩⅧ）、“伦理

要素论”第４节（§４）、“伦理要素论”第２３节（§２３）。在“德性论导论”十八（ⅩⅧ）中，康德根据主观

的原则和客观的原则对伦理学进行划分。根据主观的原则即“按照质料来表现承担义务者与赋予义

务者的主观关系”（６∶４１２）［１］（１９４），把伦理义务划分为人对人的义务与人对非人类的存在者的义务，又

将人对人的义务划分为对自己对义务和对他人的义务。依据划分的主观原则来看，对自己的义务和

对他人的义务的主要区别在于承担义务者和赋予义务者的主观关系的不同。对自己的义务主要是

现象人（承担义务者）和本体人（赋予义务者）之间的关系，而对他人的义务是一个理性存在者（承担

义务者）和另一个理性存在者之间的关系。

在“伦理要素论”第４节（§４）中，康德根据客观原则“把对自己的义务划分为义务的形式性东西

和质料性东西（６∶４１９）”［１］（１９８）。前者是限制性的义务（对自己的消极的义务、不作为的义务），后者是

扩展性的义务（对自己的积极的义务、有所作为的义务）。“就人的本性的目的而言，前者禁止人违背

这种目的而行动，因此只关涉道德的自保；后者命令使任性（抉意）的某个对象成为自己的目的。”

（６∶４１９）［１］（１９８）前者之所以是限制性的义务在于它采取“禁令”的方式“不要做什么”，禁止人们违背其

本性的目的去行动。例如：不要自杀、不要无节制地使用享用品或食品、不要说谎、不要吝啬、不要卑

躬屈膝。拓展性的义务则采取命令的方式“你要做什么”，命令人使抉意的某个对象成为自己的目

的，例如：你要发展自己的自然力量、你要使得自己在道德上更加完善。这两种义务都是德性义务。

随后，康德又根据主观原则把对自己的义务划分为对作为动物性的且同时道德的存在者的人的

义务与对作为仅仅是道德存在者的人的义务。但当康德在具体论述对自己的义务时，他却将客观原

则与主观原则结合了起来。例如“伦理要素论”第一卷的标题“对自己的完全义务”（６∶４２１）［１］（１９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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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的标题“人对自己的不完全义务（就其目的而言）”（６∶４４４）［１］（２２２）以及“伦理要素论”第一卷第

一篇的标题“人对作为一种动物性存在者的自己的义务”（６∶４２１）［１］（１９９）。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康德在依据客观原则和主观原则对自己的义务进行划分时，并没有使用“完

全的义务”这个术语，只使用了限制性的义务、消极义务、不作为的义务等术语。康德在“要素论”第５

节（§５）中对本章将要讨论的内容进行说明时也明确指出，既然在本章所谈的仅仅是消极的义务，因

而仅仅是不作为，所以义务的条款将必须是针对与对自己的义务相对的恶习。

可见，康德将完全的义务与限制性的（消极的、不作为的）义务等同起来。为了认识到这一细微

的差别，笔者将讨论对自己的完全义务中的“不自杀”和“不说谎”这两种义务。乍一看，“不自杀”和

“不说谎”也属于法权义务，为何康德要在“德性论”中讨论这两种义务呢？康德认为，“不自杀”和“不

说谎”既可以归为法权义务也可以归为德性义务，但归属于法权义务的“不能自杀”本质上不同于归

属于德性义务的自杀，不说谎的义务也是如此。首先来看“不能自杀”这种义务，当行为者的自杀行

为侵犯了他人的法权，例如父亲为了逃避抚养孩子的义务而选择自杀，可以通过外在的强制而制止

他自杀。受到此种外在强制（他人的强制）时，行为者的抉意没有选择的余地。相反，如若自杀的行

为并不对他人的法权有所侵害，而是侵害自己的人格性（道德人格的保存依赖于现象的人的保存）

时，人们不能借助通过外在的强制制止他自杀，因为他此时所侵犯的是自己的义务。“不能自杀”作

为法权命令时，行为者不得不服从，他的抉意没有选择余地；而当“不能自杀”作为德性命令出现时，

抉意有选择的余地，此时的命令是不能外在强制、只能自我强制的命令。

接下来分析“不能说谎”这种义务。当行为者说谎侵犯了他人的法权，说谎行为旋即通过法则受

到他人意志的强制（约束），此情形下的说谎行为是对法权义务的违背。行为者受到的强制是一种外

在的强制且行为者的抉意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不得不遵守承诺，否则必然受罚。相反，当行为者说

谎侵犯的并不是他人的法权，而是侵犯到自己的人格尊严（人对自己说谎）时，说谎行为受到的不是

他人意志的强制，而是内在于自己（本体人）的强制，行为者的抉意有选择的余地。

正是在此意义上，对自己的限制性义务才被叫做“完全的义务”，因为它与法权义务（完全的义

务）有形式上的相似之处，它们都采取“不要做什么”的形式来发布命令，所以它们都是限制性的义

务。但它们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前者与目的相关，后者与目的无关。因此，限制性的义务绝不等同

于外在强制的义务，限制性的义务比强制性的义务外延更广。所有的法权义务都是限制性义务，但

并非所有限制性的义务都是法权义务。因而存在着两种限制性的义务：一种是只能通过外在强制而

产生的限制性义务，另一种是不能通过外在强制，而是只能通过内在的强制才能产生的限制性义务。

法权义务属于第一种，因为行为可以采取外在的强制方式；而对自己的完全义务属于第二种，此种义

务与目的相关，因而不可以采取外在强制。因此，完全的义务的第二种含义：不完全的德性义务（同

时是义务的目的）中的消极的、不作为的、限制性义务。

为了更好地说明康德在论述对自己的完全的义务时所使用的“完全的义务”指“消极的、不作为、

限制性”义务，接下来将附带考察康德对“对他人的义务”的划分。对他人的义务按理应当划分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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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完全的义务和对他人不完全的义务。但康德并没有使用此种划分，而是在“伦理要素论”第２３

节（§２３）中，把对他人的义务划分为爱的义务和敬重的义务。通过分析它们的区别，我们可以将“敬

重的义务”等同于第二种意义上“完全的义务”。在“伦理要素论”第２３节（§２３）中，康德区分了敬重

的义务和爱的义务。他认为，敬重的义务是一种消极的义务，因为这种义务以禁令的方式“不要做什

么”来强制人们不去做某事；它可以表达为：不要将其他任何人贬低为只是达成我的目的的工具。相

反，爱的义务是一种积极的义务，这种义务以命令的方式“你要做什么”来强制人们去做某事；它可以

表达为：使他人的目的（只要这些目的并非不道德）成为我的目的。

可见，对他人的义务中的敬重的义务与对自己的义务中的不完全的义务所指的都是一种消极的

义务，而这种义务与目的相关。那么，为什么康德在谈论对自己的消极义务时使用的是“对自己的完

全的义务”，而在谈论对他人的消极义务时使用的是“对他人敬重的义务”呢？在对自己的完全的义

务中的“自杀”“性愉快上的自取其辱”“因在使用享用品或者哪怕是食品方面的无度而来的自我麻

醉”这三项消极的义务无法像“傲慢”“毁谤”“嘲讽”这三项消极的义务一样归入“违背敬重义务”的名

义之下，因此康德使用的是对自己的“完全的义务”。

结　语

　　完全的义务这一概念具有不同的含义，虽然法权义务和对自己的完全义务都是限制性的义务，

但两者之间存在区别：法权义务是只能通过外在强制而产生的限制性义务，而对自己的完全的义务

则是不能通过外在强制，而只能通过内在的强制才能产生的限制性义务。当康德在区分法权义务和

德性义务时，完全的义务（法权义务）指法则对于抉意的强制且抉意不存在自由的回旋余地；当他在

德性义务内部区分完全的义务和不完全的义务时，完全的义务指与不完全的义务相对的限制性的义

务。通过澄清完全义务的不同含义可以解决康德义务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可以将法权义务（完全

的义务）与德性义务中的对自己的完全义务清楚地区分开来，而且也能更好地理解那些两可的义务

（不自杀、不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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